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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地从事公务员工作的状况将有所改变，就业结构也将变得更加多元。当然，每个人的就业观念

都是受其家庭、教育背景、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而不一样的，这在本次调研结果中也有所反映。 

作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时不仅要考虑自身意愿，也要考虑父母的期望、社会的需求等多种因素。

为此在择业时应当充分获取信息，熟悉就业、创业相关政策，积极主动与父母、长辈交流，了解

社会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做出较为明智的选择。还未面临就业的大学生则需要在大学期间扩充

知识、锻炼能力，为自己日后的发展做好准备。 

 

问卷中的问题： 

1. 工作类型选择的态度及影响因素：（1）学校，（2）专业，（3）户口 

2. 公务员意向及影响因素 

3. 创业态度及影响因素：（1）户口，（2）地区，（3）学校 

4. 工作地区的选择影响因素 

5. 户口类型与大学入学率（西藏 18%：81%） 

就业考虑：类别、地区、工资 

影响因素：户口、父母观念、专业、学校、地区、性别、专业观念、内地西藏班经历 

 

 

【书  序】 

传统文化承载者的世纪变迁 

          ——李健《西藏的唐卡艺人》序言 
 

马  戎 

 

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当中，历史上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相对较少的当属西藏。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空气稀薄，干燥少雨，除少数河谷外。大部分土地并不适合农耕，

藏北海拔 4500 米以上大片区域不适合人类生存。在 50 年代初期，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 1 个

人。在这样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条件下，青藏高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体系，并在这个自

然生态体系中演化出来一个独立的人文生态体系。藏人、藏语文、藏传佛教便是这一体系中的核

心元素。所以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境内有三个大的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和藏文

化集团，青藏高原上的藏文化集团为其中之一。 

自唐朝以来，当时西藏的吐蕃王国便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藏传佛教也成为中原佛

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由于皇室笃信藏传佛教，西藏与内地的交往越加频繁。自 1792

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后，西藏地区纳入清朝的行政体系，开始与内地建立了制

度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人员交往。辛亥革命后西藏一度出现“驱汉”和追求独立的倾向。

1951 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1965 年正

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尽管近几十年里西藏与内地的人员交流、经济关系日益加强，但是不同的生态体系和不同文

化体系之间的差异和隔膜仍然十分明显。这也使得西藏研究和藏族文化研究成为国内民族社会学

的重点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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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进藏是 1988 年夏天，当时在费孝通先生和多杰才旦两位老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

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西藏社会发展的研究项目，我和调查组的

其他成员们一起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学户访问卷调查，在拉萨、日喀则、

山南三个地区完成了有效问卷 1300 份。在这次调查所获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在 1996 年出版了

《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也正是通过这个项目的调查，我结识了藏研中心科研处的

旦增伦珠，调查组进藏期间，他是我们的联络人和协调人。1997 年他到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的

博士学位，之后长期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与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 

90 年代我的关注点转移到了新疆，因此近些年几乎每年都要去几次新疆。加上年纪的原因，

担心身体不适，便没有再去西藏开展实地调查了。这期间旦增伦珠也曾安排了我进藏的机会，联

系了西藏大学与我开展科研合作，已经定好了机票，但是因为某些意外原因的干扰未能成行，这

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一件事。但是我始终没有完全放弃西藏研究，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在做两件事，

一是积极招收藏族研究生，鼓励他们开展与西藏相关的调查研究；二是争取机会让我指导的各族

研究生参加西藏科研项目。在这个方面，旦增伦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领导的中国藏学研究中

心社会经济研究有许多承担的研究课题也很需要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调查人员。近几年来，在

我指导的学生当中参加过西藏调查的先后有常宝、祖力亚提·司马义、李健、王娟、欧登草娃、

王凡妹、旦正才旦、王向珣、常艳玲和尼玛顿珠共 10 人。而且我特别希望有其他民族背景的学

生也有机会去西藏看看，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些更直观的感受。以上参加了

西藏调查项目的 10 名研究生中，分别具有蒙古、维吾尔、藏、回、汉等族群背景。 

在上述学生当中，李健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化德县的汉族学生，化德县紧邻我曾经工作

过的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从镶黄旗去呼和浩特要经过化德县。1977 年有一次因为没有班车，我

曾经从化德县城徒步 60 多公里走回镶黄旗，所以我对化德有些感性认识。2009 年李健从厦门大

学社会学系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考到北京大学。由于他具有内蒙古的生活背景，我一度计划

让他专注内蒙古研究，还鼓励他学习蒙古语。后来旦增的西藏课题急缺调查人手，就把他派到了

西藏调查组。谁知李健参加了西藏调查后，便对西藏着了迷，努力学习藏语，对西藏文化和西藏

社会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也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鼓励他继续从事西藏研究。 

关于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我也和他讨论过多次。他历次赴藏所参加的那些常规社会经济发

展的专题调查、城乡居民家计调查等，固然可以在实地调查所获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调查报告

和专题研究论文，但是很难在学术层面上加以提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并不合适。我一直在

想，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应该达到几个基本要求：第一，这个主题能够比较鲜明地反映和折射出

西藏百年来深刻的社会变迁，为此要选择一个能够集中和生动反映社会急剧变化、文化被动转型

的特殊社区或群体，这个群体必须有某种代表性，可视为西藏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某种缩影，

对于它所承载的区域文化特质、社会组织特征及其变迁的分析与讨论能够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要

有一定的连接，换言之，相关的分析讨论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围绕这一群体和相关专题的

研究分析讨论要能够给学生提供在基础理论上拔高和开展学术对话的空间；第二，围绕这一选题

的基础资料收集工作（包括调查时间、资料规模与调查难度）可以与一篇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工

作量大致相当，人类学强调有一年的田野调查，对于这一主题的被选择群体的实地调查时间累计

起来也应不少于一年；第三是这个选题的政治敏感度在实际调查活动中具有可操作性。现在许多

政府管理的历史档案材料不对学者和社会公开，许多历史和现实选题仍被列入“政治禁区”，因

此有些选题不仅调查难，成果发表也难。考虑到学生未来在就业和职称等方面必然面临论文发表

的要求，那些有政治敏感度的研究专题也不宜安排学生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通过我对西藏社会的文献阅读、实地感受及与藏族学者的交流，我感到有几个群体大致符合

我的要求。这几个群体具有相对稳定的历史延续性，具有稳定的内部组织体系，所从事的职业是

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 20 世纪特别是 50 年代以来经历了衰落而又重新兴起的历史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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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同时，对于这些重大变化的过程描述和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需要相当时间的文献整理和

实地调查，而对于这几个群体的历史角色演变的分析，也可以对西藏传统文化的历史走向提出学

术层次的讨论。 

其中第一个群体是西藏的僧侣群体，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形成一整套寺庙组织体系和宗教文

化知识体系。1951 年喇嘛人数约占西藏总人口十分之一，1958 年仍有 2771 座寺庙和 11.4 万喇

嘛，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的 1976 年，只保存了 8 座寺庙和 800 名喇嘛。随着后来落实宗教政策

工作的开展，1994 年寺庙恢复到 1552 座，僧尼 41800 人。寺庙和僧人是藏传佛教的核心，寺庙

数量和僧人规模的大起大落，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西藏的社会变迁和中央政府宗教政策的

演变。相关研究还可以与国外的宗教群体研究进行比较和对话。但是，在藏区对寺庙开展深入调

查的难度太大。旦增伦珠曾经在哲蚌寺进行过调查，完成了一篇调研报告。他的经历使我确信这

不是李健的适当选题。一是进入的难度大，寺庙近些年来成为“敏感单位”，政府派了“驻寺工

作组”，僧人的抵触情绪也在预料之中。二是深入的难度大，如果不熟悉藏传佛教的经典文献，

调查者很难理解僧侣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很难理解寺庙的运行规则。而宗教社会学研究之所以

难度特别大，就是因为研究者必须是所研究宗教的专家，但又不能是这个宗教的虔诚信徒。不是

专家就无法理解宗教组织和教徒的理念与行为，但是一旦成了某一个宗教的信徒，也就难免丧失

了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超脱立场来客观地分析各种宗教组织和教徒活动的能力。从以上各方面考

虑，我认为这不是适合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 

另一个群体是西藏的说唱艺人或游吟歌手。这也是一个古老的群体，希腊神话的许多内容，

便是由说唱艺人荷马得以流传。西藏的《格萨尔王》是藏族说唱艺人最经典的话本，近年来挖掘

收集的《格萨尔王》共有 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

除了寺庙保存的抄本外，《格萨尔王》在民间的传播主要靠四处旅行的说唱艺人。这个群体在 50

年代后基本消失，到了 80 年代又重新出现。随着《格萨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藏学研究的

一个专门领域，《格萨尔》版本的收集和说唱艺人的传承也开始受到文化部门的重视，据说现在

的西藏还有几百位能够表演《格萨尔》的说唱艺人。这个群体也可以作为一个研究专题来进行调

查，但是对研究者的藏语文水平要求较高，这个选题更适合民俗学或文化人类学者来进行调查研

究。 

我所考虑的最后一个群体就是唐卡画师。唐卡是西藏特有的与藏传佛教密切联系的用彩缎装

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1。在寺庙和藏民家中通常都会看到各种不同档次的佛像唐卡供奉在

佛堂里。绘制唐卡大多采用天然石材加工颜料，从公元 7 世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今已经有 1300

年多的历史。唐卡从地域上形成了三大主流画派：卫藏地区的勉唐画派，康巴地区的噶玛噶孜画

派和安多地区的热贡画派。唐卡以宗教内容为主，在传统上唐卡画师以僧人为主，师徒相授，把

唐卡绘画视为一种特殊的宗教修行，形成西藏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行业体系。藏区著名的大活佛都

有自己专门的唐卡画师。这个社群历史悠久，过去有自己的职业组织与行规，在 1959 年随着宗

教活动的淡化一度销声匿迹，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寺庙的重建和旅游业的发展再度兴盛起来。神圣

的唐卡现在成为市场上销售的旅游商品，在拉萨的街角摊铺里充斥了粗制滥造的唐卡，唐卡在旅

游市场上的热卖不仅使得拉萨、昌都等地出现了许多唐卡画廊和大小作坊，一些精致的唐卡甚至

来自境外的尼泊尔。唐卡画师的社会组织也在市场冲击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一个与宗教密切

                                                        
1 根据制作唐卡所用材料，唐卡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用丝绢制成的叫“国唐”， 下分五种：(1）绣像“国唐”

（用各种不同的丝线经手工刺绣而成），(2）丝面“国唐”各色丝绢切成各种形状用针缝接)，(3）丝贴“国

唐”（将切成的各种彩色布块用胶粘在画布上），(4）手织“国唐”（用丝线经手编织而成），(5）版印“国

唐”（用墨或朱砂作颜料用套版直接印在丝绢上）。第二类用颜料绘制的唐卡叫“止唐”。下分五种：(1)彩

唐（用各色颜料画成），(2)金唐（用金色颜料画背景），(3)朱红唐：（用朱红色颜料画背景），(4)黑唐：

（用墨色画背景），(5）版印“止唐”（印在棉布做成的画布）。 

http://baike.haosou.com/doc/62377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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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传统手工画师群体，在近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必然为我们观察

和分析西藏社会变迁提供一个绝好的视角。而且，相比寺庙僧侣集团，唐卡画师群体更容易进入

和调查，不存在任何政治敏感性的问题，而且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可以派上很好的用

场。从以上诸方面考虑，我建议李健考虑把唐卡画师群体的历史变迁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李健接受了我的提议，而且在随后的西藏调查活动中努力把唐卡画师群体作为自己的调查对

象，他先后完成了在拉萨、康区和尼泊尔的田野调查，2012 年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这本

《西藏的唐卡艺人——职业行为变迁与多元平衡策略》即是李健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

成。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唐卡的发展史，以及历史上唐卡画师群体的传承与执业模式，分析了宗

教信仰、艺术追求和市场赢利这三个因素和各自背后的三种追求给唐卡画师的观念和行为造成的

影响。这本书基本上给我们勾画出西藏唐卡画师这个特殊群体在西藏社会变迁中的地位演变，以

及画师们在“修行”和“牟利”二者之间的徘徊与选择。总体来说，李健的这本书达到我对这个

选题的期望，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但是在比较研究和深层次学术命题的讨论上，这个选题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宗教用品制作

是伴随着宗教发展与传播而出现的一个特定行业。西方基督教、东正教的圣像制作者即是一个古

老而神圣的行业，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我国内地各类庙宇的佛像及其他神像制作也

有漫长的历史，尽管制作者可能还有其他兼业，但是毕竟在产品制作范式、人员组织形式上与唐

卡画师之间存在某种共性。在这些不同地区的宗教用品制作者行业之间是可以开展比较研究的。

这方面可以说是这个选题有可能扩展的一个空间。 

藏传佛教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仍然是一个保持了中世纪“政教合一”特点的宗教群体，宗

教领袖即最高行政首领，各级政府中僧官多于俗官，寺庙实际上垄断了教育。基督教正是通过

16 世纪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才打破了这种“政教合一”体制，并在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

孕育出资本主义精神。藏传佛教如果要与现代工业文明和国家体制相适应，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1959 年达赖流亡印度后，这种“政教合一”体制在西藏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但是并没有反映

在宗教教义和广大教众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中。因此，宗教组织的复兴中包含了多种值得调查与

思考的倾向。这些很可能也会出现在与宗教密切关联的唐卡画师群体中，唐卡画师的宗教观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僧侣的宗教观，在这些方面的深度挖掘与思考也还有待进一步开展。李健的专题

研究还只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 

2013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李健转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社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

也给了他许多机会返回西藏从事社会调查，据说他的藏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今年刚毕业的我指

导的另一个硕士研究生旦正才旦，是一个来自青海循化的藏族青年，他也加入了这个研究所的研

究团队。我在北京大学无法组织这样的研究团队，但是很高兴看到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这个研

究所开始聚集起一些优秀的青年研究力量。这是让人深感欣慰的一件事。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李健最后修订完成了这本书稿《西藏的唐卡艺人——职业行为变迁与

多元平衡策略》。我很高兴为李健的这本书写一篇序言，也期待着这几个年轻人在西藏社会研究

方面不断做出更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mailto:marong@pku.edu.cn

